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派系分合与民初司法界的改造

·专题研究·

派系分合与民初司法界的改造

韩  策

摘  要：民初司法界的部院之争不仅因政权更迭之初，法律制度不备、权

限不清，而且有其明显的派系根源，带有党派和南北之争的色彩。章宗祥、江

庸均是清末沈家本修订法律馆系统之嫡传，在与许世英、徐谦（“部派”）的博

弈中最终胜出。随后章、江携手排斥“部派”所用南方党人，重整部院力量，

透过人事布局和制度建设交互配合，整顿司法乱象，使司法人事至少在四五年

里保持基本稳定和连续。这与司法总长频繁更迭的表象颇有不同。同时，章、

江推行法官回避、司法甄拔与考试、司法讲习所、法官任用及奖惩、司法收入

特别会计等制度，并极力抵制军政势力干涉司法，终使司法事业颇有基础。章

宗祥、江庸从人事和制度两方面对民初司法界的改造，构成彼时司法发展的一

大转折，是理解北洋前期司法制度与人事变迁的一条主线。

关键词：北洋政府  司法  梁启超  章宗祥  江庸

1926 年 4 月 7 日，一对新人江安甫公子与章德馨小姐，携手步入了上海宁波同

乡会礼堂。他们的结合之所以格外吸引目光，因为“男女两宅亲家均任司法总长”，

“门第相当，洵称难得”。A 这两宅亲家就是中国司法界的名流章宗祥和江庸，他们早

在民初就已联手主导着中国司法发展，产生过持续而广泛影响。

民国成立后，借着共和之下三权分立的春风，不少地方经历了一段急速扩充司法

机关的岁月。B不过，迨至 1914 年，许多审检厅就遭大幅裁并。这是民初司法变革

 A  《婚礼誌》， 《申报》1926 年 4 月 8 日， “本埠增刊”， 第 1 版。

 B  参见司法部编：《司法部历年办事情形概略》， 北京：司法部出版， 1919 年铅印本， 第 1 页； 

唐仕春：《一九一四年审判厅大裁并之源流》， 《历史研究》2012 年第 3 期； 徐小群：《现代

性的磨难：20 世纪初期中国司法改革（1901—1937）》， 杨明、冯申译， 北京：中国大百科

全书出版社， 2018 年， 第 156—15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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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一个转折，常被看作军人、行政方面干涉司法，影响司法机关建设，导致司法倒退

的典型事件。A 当然，如果直面民初的司法乱象，从司法界内部改弦更张的视角观察，

则审检厅裁并之外的司法整顿和改造，又奠定了北洋时期司法制度和人事结构的诸多

基础，从而构成民初司法的另一转折。

这一改造进程开启于梁启超、江庸掌部时期（1913 年 9 月至 1914 年 2 月），完

成于章宗祥、江庸掌部时期（约 1914 年 2 月至 1918 年 3 月）。此前两年，主要由于

党派、南北及政策不同等原因，京师司法界渐起司法部和大理院的部院之争，不仅难

以改良，而且纷争不断，司法威信遭受重创。故而，只有在消弭派系之争，整合部院

力量，京师司法界形成有力的领导核心之后，通过对症下药的办法和措置得宜的手

段，这一改造进程才可能取得成效。为此，司法界领袖章宗祥、江庸的携手努力发挥

了重要作用。而当 1915 年司法面临严重的外部干涉之时，章宗祥和江庸进行了有力

抵制，司法改造的成果终获保全。故本文从民初部院之争的派系根源切入，讨论章宗

祥、江庸对民初司法界的改造及其持续影响。

一、民初部院之争的派系根源

清末中国开启了修律进程，在预备立宪后加速推进司法建设。1906 年丙午官制

改革后，易刑部为法部，改大理寺为大理院。但改制之初，司法行政和司法审判权限

不易明晰，人事更为缠扰，故法部和大理院的部院之争曾轰动朝野，为人熟知。B 辛

亥鼎革，民国肇立，司法部和大理院的关系不仅依旧未能完全理顺，更夹杂复杂的党

派、南北因素，结果部院之争再度激烈化。

1913 年夏，许世英任总长的司法部和章宗祥任院长的大理院，围绕买卖人口案

件适用法律、民事诉讼上告期限及程序等问题，互相指责，轮番“宣布”对方之通令

为无效。持续数月的部院之争引起广泛关注。C 同时，许世英请将大理院庭长汪燨芝、

 A  比如， 国民政府司法行政部部长谢冠生曾称此为“我国推行新法制过程中一大逆流”。（谢

冠生：《弁言》， 汪楫宝：《民国司法志》， 北京：商务印书馆， 2013 年， 第 9 页）。另外， 徐

小群称其为倒退， 但也说这样做是不得已的。（徐小群：《现代性的磨难：20 世纪初期中国

司法改革（1901—1937）》， 第 66—67、73 页）较近的专题研究， 参见唐仕春：《一九一四

年审判厅大裁并之源流》， 《历史研究》2012 年第 3 期。

 B  中国近代法律史的相关论著多有论及部院之争。较近的研究， 参见张从容：《部院之争：晚

清司法改革的交叉路口》，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7 年； 李在全：《亲历清末官制改革：

一位刑官的观察与因应》， 《近代史研究》2014 年第 2 期。

 C  参见严昌洪：《试论民国初年部院之争》， 《华中师范大学学报》2003 年第 5 期； 吴明翰：《民

初司法部研究（1912—1914）》， 硕士学位论文， 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2011 年， 第

33—3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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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震改任新疆，以削减章宗祥“院派”势力，在章宗祥的抵制下，许的提议未能获得

袁世凯支持。A 随后许世英又欲免去二人职务。结果，支持章宗祥的国会众议员孙润

宇迅速联络议员，以司法及法官不受干涉为由，向许世英提出严厉的质问。B 针锋相

对的部院之争不仅让下级审检厅无所适从，而且重创了司法威信。时任浙江高等审判

厅厅长廉隅甚至以维护最高司法威信为由，公开发电劝许世英和章宗祥捐小节而维大

局。C 当日评论也指出，司法部与大理院“以积怨之故，互相丑诋”，司法威信难免

因之堕地。D

那么，为何会发生这场部院之争？既有解释主要归因于政权更迭之初，法律制度

不备、权限不清。E 然而，细究之下，实不尽然，部院之争有其明显的派系根源，带

有党派和南北之争的色彩。如将其置于清末修律以来的脉络系统以及辛亥革命前后党

派和南北的复杂关系中观察，可以获得更加深入的认知。

辛亥鼎革，司法界亦随之经历一系列的机构重组和人事更迭。南北统一之前，南

京临时政府孙文大总统任内的司法总长是伍廷芳，北方袁世凯责任内阁的法部大臣为

沈家本，而沈、伍两人正是清末修律伊始的修订法律大臣。迨清帝逊位，袁世凯为临

时大总统，遂改沈家本为法部正首领。只是沈氏疾病缠身，需要借助副首领维持法部

秩序。然自 1912 年 2 月 19 日起，短短 9 天内，法部旧人曾鉴、王世琪、许受衡依次

辞去副首领，于是改由革命趋新色彩颇浓的徐谦“暂管”法部。F

南北统一后，南京临时政府外交总长王宠惠成为新任司法总长，徐谦出任次长。

伍廷芳派遣南方政府司法部的秘书长、参事、司长等干将携部员和文件赴京，接洽和

北方旧法部的统一问题。G 彼时王宠惠身在南方，故司法部仍由徐谦主政。了解内情

的高层判断，徐谦和王宠惠系熟人，“必能融洽”。H 这是因为，徐谦早在 1910 年和

许世英共赴美国参加万国监狱会议并考察欧美各国司法时，就与王宠惠等同盟会成员

颇有交往。回国后，徐谦、许世英和王宠惠“联络最勤”，秘密组织共进会，“作为革

 A  《大总统派人调停部院之意见》， 《大公报》1913 年 7 月 7 日， 第 2 版； 《总统命人调停司法

部与大理院意见》， 《新闻报》1913 年 7 月 10 日， 第 1 张第 3 版。

 B  《众议员质问书一束》， 《申报》1913 年 7 月 3 日， 第 3 版。

 C  《浙江高等审判厅廉厅长致司法总长、大理院长电》， 《政府公报》第 400 号， 1913 年 6 月

17 日， 第 9 页。

 D  《杂评》， 《申报》1913 年 7 月 6 日， 第 3 版。

 E  参见严昌洪：《试论民国初年部院之争》， 《华中师范大学学报》2003 年第 5 期。关于清末

和民初的两次部院之争， 前者论述极多， 后者研究甚少。

 F  《沈家本日记》， 《沈家本未刻书集纂补编》下册，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6 年， 第

1342 页。

 G  《伍廷芳为接洽司法部北迁致袁世凯等电》（1912 年 4 月 17 日），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

《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 2 辑， 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 1981 年， 第 140 页。

 H  《沈家本日记》， 《沈家本未刻书集纂补编》下册， 第 1345—1346 页。



138

	 	 	 	 	 	历	 史	 研	 究	 2020 年第 1 期	

命的响应”。A 果然，1912 年 2 月国民共进会在上海成立，其正、副会长分别是伍廷

芳和王宠惠，主要会员就有徐谦和许世英。B 后来，国民共进会与同盟会合并改组为

国民党，故其政治倾向是非常明显的。5 月 21 日，继王宠惠、徐谦主掌司法部之后，

许世英又出任大理院长。由此可见，这一时期中央司法机构的人事安排，实际是偏重

于南方和革命党的。

然而好景不长，6 月 16 日总理唐绍仪离京出走。随后王宠惠等同盟会阁员集体

辞职，司法总长空缺。此时，袁世凯与新任总理陆征祥有意请非南方革命党的法界要

员担任此职，沈家本遂成最佳人选。C 尽管说客不断，但沈家本确实抱病，或也顾虑

其前清身份，故坚辞不出，最终推荐章宗祥自代。D 时任国务院法制局长的章宗祥随

即被提名为司法总长。不料此次所提六名总长，在 7 月 19 日被革命党人控制的参议

院全部否决。无奈之下，司法总长一职遂提名南北均能接受的大理院长许世英，而章

宗祥调任大理院长。可见，在袁世凯及京师法律界眼中，除了沈家本，章宗祥才是司

法总长的最佳人选，只是由于南北、党派等因素，暂时未能实现。

进言之，王宠惠与京师法界掌门人沈家本似无甚交情。许世英虽出身刑部，但

与沈家本联系极少。E 徐谦与沈家本的交往也偏于公事。此外，徐谦在清末受知于

法部尚书戴鸿慈，因而超擢京师高等检察厅检察长。F 而当年部院之争的两方头目

正是戴鸿慈和沈家本。由上可见，伍廷芳、王宠惠、许世英、徐谦与沈家本尽管不

无公事往来，但颇有分际，各有系统。相反，章宗祥、汪有龄、江庸、董康等清末

修订法律馆同人与沈家本明显亲近，属于同一派系。这不仅从 1912 年沈家本与章宗

祥等人不时聚会就能看出端倪，而且从沈家本委托章宗祥、汪有龄筹备恢复法学会

也可略窥究竟。G

所以，至 1912 年 8 月，司法行政大权仍然延续着南京临时政府以来的脉络，掌

握在王宠惠、许世英、徐谦一派手中，可谓“部派”；沈家本、章宗祥一派接掌了大

 A  《许世英回忆录》， 台北：人间世月刊社， 1966 年， 第 118、126—127 页。

 B  宗方小太郎：《一九一二年中国之政党结社》， 冯正宝译， 北京：中华书局， 2007 年， 第

189—190 页。

 C  其实早在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前， 章太炎就宣言法部仍由沈家本领衔最为适宜。参见汤志钧

编：《章太炎政论选集》下册， 北京：中华书局， 1977 年， 第 529 页。

 D  《沈家本日记》， 《沈家本未刻书集纂补编》下册， 第1350—1351页；《沈子敦先生传略》， 《大

公报》1913 年 7 月 3 日， 第 13 版。

 E  王宠惠到京后， 只在旧法部和司法部交代清楚两日之后， 随同徐谦拜访过沈家本， 可能是礼

节性会晤。《沈家本日记》， 《沈家本未刻书集纂补编》下册， 第 1347 页。另外， 沈氏民元

日记中几无许世英踪迹。

 F  徐彬彬：《晚清民国史事与人物：凌霄汉阁笔记》， 台北：独立作家， 2016 年， 第 97 页。

 G  《沈家本日记》， 《沈家本未刻书集纂补编》下册， 第 1356、1360 页； 《会报》， 《法学会杂志》

第 1 卷第 1 期， 1913 年 2 月 15 日， 第 10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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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院的司法审判大权，可谓“院派”。起初两派还不无合作，但不久就渐起部院之争。

其明显信号是，8 月 5 日，“院派”的汪有龄出任司法次长，但仅一个多月即辞职。随

后“院派”主导恢复著名的京师法学会，而“部派”组织召开中央司法会议，俨然各

起炉灶，壁垒森严。

原来，1910 年冬，汪有龄、江庸等人筹办法学会，得到沈家本鼎力支持，沈氏

并出任会长。法学会一时欣欣向荣，后因辛亥革命而中断。1912 年 8 月，司法大局

终于略定，章宗祥、汪有龄受沈家本委托，召集同志，筹议法学会之恢复，遂公举刘

崇佑、王宠惠、许世英、施愚、章宗祥、曹汝霖、汪有龄、江庸、余棨昌、汪燨芝、

姚震、陆宗舆为维持员。A 此时，司法总长许世英、前总长王宠惠、法制局长施愚，

以及大理院长章宗祥系统的法界要角均赫然在列，京师司法界一片和睦景象。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8 月 5 日汪有龄出任司法次长。因为次长例由总长汲引，必

相互融洽方可。据说汪有龄正是章宗祥应许世英之请而举荐的。显然，许世英“部

派”和章宗祥“院派”正处于蜜月期。然而，汪有龄任职仅一个半月就辞职而去。据

说缘由有二：其一，许世英以为“法院皆其属僚”，即大理院亦应受司法部之令，汪

有龄有所劝诫，许氏不以为然；其二，前次长徐谦的亲戚某君暗中怂恿许世英扩充

“部势”，汪有龄预计冲突难免，遂决计早去。B 这显示部、院两派的合作出现了裂痕。

至 10 月 20 日，章宗祥“院派”精心筹备的法学会于化石桥本会事务所召开成立

大会，“莅会会员将及二百人”，极一时之盛。会上“公举汪有龄、曹汝霖、章宗祥、

江庸、施愚为干事，汪燨芝、朱深、姚震、马良、余棨昌、陈介、汪荣宝、沈家本、

林棨、李景和（龢）、汤化龙、董康、邵章、张耀曾、潘恩培、董鸿祎、陈经、黄为

基、顾鳌、王克忠、雷奋、钱承鋕、胡礽泰、熊元襄为评议员” 。C 耐人寻味的是，

大理院、法制局及其他机关的法界名流多在其内，而王宠惠、许世英两位先前的“维

持员”竟然均无身影，且司法部参事、司长、秘书等重要角色亦无人入内。因此出现

一种奇怪现象，即没有司法部参与的法学会。

无独有偶，1912 年 12 月召开的中央司法会议，完全由司法部主持，司法总长

享有巨大权力。根据章程，会员由以下五类人组成：（一）司法部次长、参事、司长、

秘书；（二）大理院、总检察厅及京师高等、地方各厅长官；（三）司法部部员，由司

法总长选派十人；（四）大理院、总检察厅及京师高等、地方、初级各厅司法官，由

司法总长选派十人；（五）各省选派二人。D 然而，大理院长章宗祥并未“照章”参

 A  《会报》， 《法学会杂志》第 1 卷第 1 期， 1913 年 2 月 15 日， 第 103 页。

 B  望齐：《司法部与大理院冲突之详情》， 《时报》1913 年 7 月 12 日， 第 4 版。

 C  《会报》， 《法学会杂志》第 1 卷第 1 期， 1913 年 2 月 15 日， 第 103 页。

 D  《会议简章》， 司法部编：《中央司法会议报告录》， 北京：司法部出版， 1913 年， 第 1—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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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事实上，大理院只有姚震一人系会员，但会议录中也无其发言记录。A 可见，这

是一次没有大理院参与的中央司法会议。

从用人取向看，接替汪有龄出任司法次长的汪守珍，不仅是许世英的安徽老乡，

而且在清末曾任奉天高等检察厅检察长，系许世英奉天高等审判厅厅丞任上的老搭

档。B 此前的 8 月 16 日，许世英已呈请任命王黻炜、朱履龢、张轸、马德润为司法

部参事，王淮琛、骆通、田荆华为司长，罗文庄、童益临、王家俭、左坊为秘书。C 

必须指出的是，王黻炜、张轸、王淮琛、骆通、田荆华均为伍廷芳担任南京临时政府

司法总长时的干将。D 马德润、罗文庄、左坊皆是国民共进会的骨干。E 可见，许世

英用人的“南方革命”色彩甚浓。此外，署总检察厅检察长刘蕃、署京师高等检察厅

检察长匡一、京师地方审判厅厅长周泽春、京师地方检察厅检察长蒋棻，或为奉天旧

人（刘蕃、蒋棻），或为国民党人（匡一、周泽春）。许世英重用南方党人和奉天旧

僚，应与其在京师法界缺乏班底颇有关系。

与之相对，章宗祥则在京师法界经营多年，班底较厚，故在法制局长和大理院长

任内，重用留学生出身且清末已崭露头角的修订法律馆和大理院的司法骨干，比如汪

有龄、胡礽泰、林棨、高种、张孝栘、朱献文、汪燨芝、姚震、潘昌煦、陆鸿仪、林

行规、沈家彝、黄德章。这些人有的是章宗祥的同学，有的是其在京师大学堂的学生

而后来留学归国者，大多数无党籍，少数系共和党人。F 他们均从清末京师司法界延

续而来，学识和经验较为丰富，显然更为熟悉彼时的司法现状。  

由此看来，许世英和章宗祥虽然都用留学生，但派别趋向明显不同。不同的派

别趋向也影响着司法理念和政策取向。徐谦、许世英虽系科举出身，但在清末已属

新政人才，曾赴欧美考察，颇醉心西洋文明，鼎革之后，与南方革命党人组成国民

共进会，更为趋新激进。1912 年徐谦任司法次长时，就流露出与“旧制度”决裂的

革命豪情。有报道称徐谦痛诋司法旧员“为亡清奴隶，拟全数解散，尽用新员”。G 

司法部司员胡祥麟亲见徐谦将旧刑部档案“悉付一炬”，有人劝其勿毁，“徐大怒，谓

此档案与国体抵触，岂容存留”。H 许世英看似没有徐谦那么激烈，但其 1912 年 11

 A  《会员录》， 司法部编：《中央司法会议报告录》， 第 1—3 页。发言记录见同书《议事录》。

 B  《东督徐奏开办各级审判厅折》（光绪三十三年十二月）， 《申报》1908 年 2 月 10 日， 第 2

张第 2 版。

 C  《临时大总统令》， 《政府公报》第 109 号， 1912 年 8 月 17 日， 第 1 页。

 D  《伍廷芳为接洽司法部北迁致袁世凯等电》（1912 年 4 月 17 日），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

《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 2 辑， 第 140 页。

 E  宗方小太郎：《1912 年中国之政党结社》， 第 190 页。

 F  《京师各级法院司法官无党及脱党一览表》， 《政府公报》第301号， 1913年3月9日， 第4—5页。

 G  《新旧各部近状记》， 《申报》1912 年 5 月 5 日， 第 2 版。

 H  《余绍宋日记》第7册， 1932年7月6日， 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 2003年影印版， 第9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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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推出的司法计划书，主张大力扩充司法机关和监狱，也过于激进而不切实际。A

在此背景下，司法部和大理院意见不一的情况时有发生。“凡关涉适用法律及解释

法律时”，司法部动辄“加以干涉”。据说，章宗祥在私下提醒许世英“适用法律与解

释法律之最高权皆属大理院”。许世英不以为然。而“媒孽者益乘间用事”，导致“彼

此积有违言。于是京中法官及司法部部员划分两党，一曰章（宗祥）党，一曰许（世

英）党，暗潮之烈，莫可挽救”。B 随着时间推移，汹涌的暗潮终至发展为激烈的明争。

其实，部院之争的焦点有二：其一，买卖人口的法律适用问题，充分显示了许世

英“部派”和章宗祥“院派”对于清朝旧律的不同态度。“部派”坚持清末的买卖人

口条款和《大清现行刑律》已经失效，不可援用，故面对无法可依的情况，不惜通过

比附援引而适用《暂行新刑律》（1912）中略诱及和诱条款定罪。“院派”认为，买卖

人口条款和《大清现行刑律》除与《暂行新刑律》及国体相抵触部分失效外，其他内

容均有效而可以继续适用。如以上法律无明确规定，则应该坚持罪刑法定原则而不为

罪。其二，民事上告期间和程序的争议更多呈现为意气之争。原来，1907 年法部奏

请颁布的《各级审判厅试办章程》规定，民事上诉参照刑事上诉，自宣判之日始，限

十日内呈请原检察厅移送上级检察厅。因为民事上诉呈由检察厅移送本不合理，而且

十日期限过短，不方便当事人上诉，所以章宗祥主持的大理院用特字通告，规定民事

上诉概由当事人在原审判衙门呈递上诉状，同时在宣判公示七日期满后的二十日内均

可上告。C 从大理院及下级审判厅的司法审判实践出发，这一通告自然有其合理性。

所以大理院特字通告发布后数月之内，司法部并无异议，而当前一争论爆发后，司法

部却在答复湖北高等检察厅请示时，宣告大理院的通告无效。D 后来即使承认《各级

审判厅试办章程》规定不合理，却仍然指责大理院特字通告侵越立法权限。E

可见，部院之争之所以发生，除了先前研究者指出的变革之际法律制度不备、权

限不清外，F 实有其明显的派系根源。正因如此，随着许世英下台，梁启超接任司法

总长，章宗祥的密友江庸出任司法次长，尽管法律制度不备、权限不清的情况并未改

观，但部院之争却悄然融化，出现了双方联手整顿和改造司法界的新局面。

 A  徐谦、许世英在 1912—1913 年主掌司法时的趋新、“革命”作为， 参见李在全：《变动时代

的法律职业者： 中国现代司法官个体与群体（1906—1928）》，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8 年， 第 125—137 页。

 B  望齐：《司法部与大理院冲突之详情》，《时报》1913 年 7 月 12 日， 第 4 版。

 C  《大理院咨司法部关于解释法令及上告程序设为问答分晰驳复文》， 《政府公报》第 422 号， 

1913 年 7 月 9 日， 第 6—10 页。

 D  《令湖北高等检察厅全国司法衙门》， 《政府公报》第 383 号， 1913 年 5 月 31 日， 第 6 页。

 E  《司法部致国务院查大理院第十号第十二号特字通告变更审判厅试办章程请转呈大总统咨

询国会函》，《政府公报》第 412 号， 1913 年 6 月 29 日， 第 7—8 页。

 F  相关看法， 参见严昌洪：《试论民国初年部院之争》， 《华中师范大学学报》2003 年第 5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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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部院整合与司法人事新布局

梁启超与章宗祥渊源甚早，1896 年在上海就结为师生，后来亦颇有交往。章宗

祥（1879—1962）与江庸（1878—1960）年龄相仿，均系法界新星，同受沈家本器

重。只不过章宗祥在清末修律中始终参与其事，资历更老、地位更高，俨然法界“新

派之首领”。时论颇称章、江二人“沆瀣一气”。A

1913 年 9 月 11 日，梁启超出任熊希龄内阁司法总长。任公虽多才多能，但并未

有过行政经验，且一上台就任国务大员，难度可想而知，况且其心思还在更重要的财

政问题。因此，必须选一得力次长，以扮演清代刑部当家侍郎的角色。之所以最终邀

请与其并无深厚渊源的江庸，梁启超曾于两个多月后自述原委：“初吾物色次长，求

诸党人中，欲以所信爱之某君任之，某君自陈断不胜任，非如欲得人非江庸莫可。吾

憬然悟，力挽江君，江亦感激知己，出而相助。今乃大得其力。”B 梁启超所谓的“力

挽”之举，就包括托蹇念益和章宗祥竭力延请江庸，“以必得请为度”。C 看来江庸 9

月 16 日出任司法次长，章宗祥也与有力焉。

梁启超事务繁忙，排日赴总统府、国务院和司法部，加以并非司法行政内行，故

仅主持大政，部务多由江庸负责。梁启超在国务会议上关于司法问题的讨论说帖，一

般也先由江庸或由其组织部员拟具。这在他给江庸的书札中多有反映。梁氏也不讳

言其不谙部务，依赖江庸，他曾在信中说：“幸吾所荐次长，久于法曹，而道德极高，

吾乃得坐啸画诺而专注精神于国务，而部中政令亦翕然无间。”D所以，梁启超掌部的

半年中，江庸虽非总长，却实际主持部务。故而，从地位、交谊公私两方面看，自

1913 年 9 月梁启超任总长、江庸任次长开始，中央司法领导重心已渐归于章宗祥和

江庸一系的“院派”。

其结果一方面是，许世英任司法总长以来形同水火的部院之争开始缓和，部院

合作成为可能。此前部院所争的民事上诉程序和期限问题，随即按照大理院的主张得

以修正。大理院添设法庭的申请，也迅速解决。E 最值得注意的是，司法部决定甄拔

 A  《新任命四长之概略》， 《大公报》1914 年 2 月 25 日， 第 3 版。

 B  丁文江、赵丰田编：《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初稿）》， 北京：中华书局， 2010 年， 第 355 页。

“非如欲”之“非”疑衍； “江亦感激知己， 出而相助”， 整理文作“江亦感激， 知己出而相

助”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3 年版《梁启超年谱长编》所载亦同）

 C  《梁启超致江庸》（1913 年 9 月中旬）， 江靖编注：《梁启超致江庸书札》， 汤志钧等校订， 天

津：天津古籍出版社， 2005 年， 第 2—3 页。

 D  丁文江、赵丰田编：《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初稿）》，第 355 页。

 E  《修正诉讼章程之通告》， 《申报》1913 年 10 月 22 日， 第 6 版； 《大理院添庭问题之决定》， 《申

报》1913 年 12 月 15 日， 第 6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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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官，成立甄拔考试委员会，特请章宗祥为会长。会员包括法制局参事余棨昌，法典

编纂会编纂程树德，北京国立法政专门学校教习李怀亮，总检察厅检察长罗文干，大

理院推事姚震、汪爔芝、高种，署京师高等检察厅检察长朱深，京师高等审判厅厅长

林棨，司法部参事徐彭龄和余绍宋、司长王淮琛。A 此外，根据司法甄拔规则，次长

如不担任甄拔委员会会长，则自然为审查员，参与审查员会议，并可讨论投票。故江

庸无疑是司法甄拔委员会的二号人物。这样一个由大理院长牵头，囊括司法部、大理

院、法制局、京师高等审检厅重要成员的委员会，在此前部院之争的时代是难以想象

的。梁启超在敦请函中，对章宗祥极尽推扬之能事。函称：“此次甄拔司法人员会之

设，虽为过渡办法，实示用人标准。会长全局统筹，尤非有法家泰斗，不足以主持斯

举。伏承贵院长以法学先河为天下廷尉，年来经过事实都在镜铨，目前法界品流知劳

荩虑。本总长横览当代，敢以兹会会长一席竭诚嘱托……司法前途庶乎有豸。”B 此信

虽以梁启超名义发出，其决定必然是梁启超和江庸等人共同作出的。这一部院融和的

趋势在其时是有利于司法事业发展的。

另一方面是，章宗祥“院派”势力大增，而许世英在法界失势，其所用之人受到

排挤。周泽春毕业于德国柏林大学政法系，曾协助许世英、徐谦考察德国司法，与王

宠惠、马德润友好，系国民党人。许世英掌部后，周泽春先署理京师高等检察厅检察

长，后任京师地方审判厅厅长。他后来回忆这段历史时称：“尔时，大理院长为章宗

祥，对余颇加青睐，每在伊公馆设宴时，辄以首座畀余。余以法官不宜有党派，故始

终对章院长之罗致未置可否，因而不得其信任。迨后大理院与司法部渐起权限之争，

遂有部派、院派之别，院派并疾视许（世英）任用之人。余于 1914 年梁启超（进步

党员，接近“院派”——原注）长司法部时，因是去职。”C 在此前后，许世英所任参

事王黻炜、张轸、马德润，司长骆通、王淮琛、田荆华，京师高等检察厅检察长刘

蕃，地方检察厅检察长蒋棻，京师地方审判厅推事熊元翰、倪宝森等相继去职。D 许

世英系统的直隶高等检察厅检察长匡一、奉天高等审判厅厅长程继元、奉天高等检察

厅检察长袁青选则或免或辞。E 

1914 年 2 月，梁启超任职不到半年就辞去司法总长，章宗祥接任总长，江庸留

 A  《司法部甄拔人员会成立情形》， 《申报》1913 年 12 月 16 日， 第 3 版。

 B  夏晓虹编：《〈饮冰室合集〉集外文》下册，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5 年， 第 1461 页。

 C  周泽春：《四十年外交纪略》（节录）， 《近代史资料》1957 年第 2 期， 第 99—101、104 页。

 D  《大总统令》， 《政府公报》第661号， 1914年3月11日， 第4页。迨1916年洪宪帝制失败后， 

许世英出任交通总长， 王黻炜、刘蕃、骆通、王淮琛等人随之而起。

 E  匡一以“视事任内尚尠成绩”为由免职（《大总统令》， 《政府公报》第 661 号， 1914 年 3
月 11 日， 第 1 页）。程继元、袁青选在许世英交通总长任内均任秘书， 关系密切可知。详

见《政府公报》第 272 号， 1916 年 10 月 6 日， 第 4 页； 《政府公报》第 402 号， 1917 年 2
月 23 日， 第 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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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次长，又延续和强化了章宗祥、江庸联手领导中央司法的架构。当时颇有传言说江

庸要随梁启超辞职，了解梁、章、江三人渊源者则一针见血地指出：“江次长与章总

长原是同一系统……故章为总长……江之位置益加巩固” 。A 黄远庸则说：“司法次长

江庸氏本与章氏为莫逆交，自无辞职之必要。”B 稍早前黄远庸拟开始律师营业，得悉

“大理院之官聘律师久已悬缺”，“欲得此以树名誉”，梁启超特密函江庸，请向章宗祥

说项。C 由此可见章、江交情，亦可知黄远庸深明内情，所言不虚。

此外，颇值玩味的是，梁启超离职前，在上司法改良十条的同时，呈请将司法部

并入大理院。此事当日颇觉突兀，至今也未见合理解释。D 梁氏下台前，为何突有此

举？《时报》称：“任公此议，系由该部江次长所拟定。”E 现据梁启超致江庸密函，完

全证明此说实确。梁函云：“昨所谭（谈）本部宜合并大理院之理由，望简单开示数

行。两浑。付火。”F 可见此事确系江庸秘密推动，梁启超所举理由实由江庸捉刀。至

于章宗祥有无共谋，虽无确据，但似不可能事前毫不知情。笔者以为将此事置于章宗

祥、江庸联手融合部院、强化中央司法权的一盘大棋中，或能得到新的理解。因为

部、院一旦合并，章宗祥便很可能成为单核领导，自清末以来屡屡发生的部院之争，

或将就此化解。

不过，此事颇为重大，高层意见不一，操作起来也有难度，随后交由政治会议讨

论。所以，章宗祥接任司法总长的同时，当局以董康署理大理院长，直至 8 月方才实

授。这或许显示部、院合并问题此前仍未定局。与此同时，法律编查会成立后，章宗

祥兼任会长，董康和汪有龄分任副会长。尽管新旧法律知识和观念容有不同，但章宗

祥和董康从清末修订法律馆开始就一起合作修律，渊源颇深；G 在内阁同僚孙宝琦眼

中，章、董关系也“至契”。H 因而，从中央司法的领导配置看，到 1914 年，部、院

 A  冰若：《江董两次长去留问题·江庸》， 《时报》1914 年 2 月 28 日， 第 3 版。

 B  黄远庸：《吊熊内阁》（续）， 《申报》1914 年 2 月 27 日， 第 3 版。

 C  《梁启超致江庸》（约 1913 年冬）， 江靖编注：《梁启超致江庸书札》， 第 56—57 页。

 D  张朋园先生认为此举有违司法精神。（张朋园：《梁启超与民国政治》， 长春：吉林出版集团

有限责任公司， 2007年， 第111—112页）喻中先生则认为此举是“为了提升、强化大理院、

司法官的权威性和独立性”。（喻中：《民国初年的司法独立：司法总长梁启超的理论与实

践》， 《清华法学》2014 年第 6 期）以上所见不无道理， 惟未注意到此举背后还有融合部、

院的内幕和考量。

 E  《梁总长辞职后之司法前途·司法部归并说之由来》， 《时报》1914 年 2 月 24 日， 第 4 版。

 F  《梁启超致江庸》（约 1914 年 2 月初）， 江靖编注：《梁启超致江庸书札》， 第 74—75 页。

 G  章宗祥：《新刑律颁布之经过》， 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文史资料存稿选编》， 北京：

中国文史出版社， 2002 年， 第 1 册， 第 35 页； 孙家红：《清末章董氏〈刑律草案〉稿本的发

现和初步研究》， 《华中科技大学学报》2010 年第 3 期。

 H  《孙宝琦致盛宣怀函》（6 月 1 日）， 王尔敏、吴伦霓霞合编：《盛宣怀实业朋僚函稿》下册， 

台北：台湾“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 1997 年， 第 1510 页。此函写于 1914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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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一步融合，而修订法律馆一系的章宗祥、董康、江庸、汪有龄几乎完全掌握了司法

大权。在此形势下，整顿和改造司法界的进程得以持续推进。

当然，就在章宗祥、江庸等人权力巩固之际，也正是司法界大受攻击之时，故改

良刻不容缓。司法当局所拟改良策的第一条即在人事方面。A 这是因为，不仅江庸认

为司法之弊不在制度，“实在司法各官不得其人”。B 而且章宗祥也认为“各省司法事

务办理之不完善，实由于用非其人”，故“拟大加整顿，派京中精通法学、历练精深

之员前赴各省担任高等审判厅厅长，以整饬一省之司法行政事务”。当然“已任相当

之人”的省份可以不用调整。C 比如梁启超、江庸此前已选派陈官桃、周祚章分任河

南高等审判厅厅长和高等检察厅检察长，陈、周二人一直任职到 1918 年 12 月。D

照此改良方针，章宗祥和江庸在 1914 至 1915 年借助回避制度和司法成绩考核，

通过“空降”京师司法高官和省区间调动等形式，将全国各省的高等审判厅厅长和高

等检察厅检察长作了新的人事布局。此后，至少有 27 位高审厅厅长和高检厅检察长

任职在 4 年以上，保持了一定程度的人事稳定和连续。E

与此相配套，章宗祥、江庸又以成绩考核和回避本籍为由，将许多资格能力均有

欠缺的法官开缺，进而把甄拔考试合格及司法讲习所成绩优良者分发各省，将司法人

事新布局逐渐推向深入。早在 1913 年 10 月，江庸以次长主持部务之时，就鉴于民元

以来司法机关人员“资格缺乏严重规定”，以致“滥竽充数者不乏其人”，司法渐生

乱象，故制定甄别章程，准备着手淘汰人员，简拔良材。F 1914 年章宗祥和江庸搭

班之后，遂决定“将以前各省毫无资格之法官悉行撤换，即派现在甄拔试取录在前者

前往充任。至于取录在后各员，即派入高等、地方厅学习年期，再呈请任命”。G 不

久，署京师地方审判厅推事倪宝森和署西安地方审判厅厅长席凤鸣，分别以判决词意

多未明了和法学疏浅、声名狼藉为由而免职；上海地方审判厅厅长张清樾和吉林检察

官罗拱辰，均以到任后鲜有成绩而罢官；署江苏第二高等检察分厅监督检察官刘伯

昌，则以违背职守义务而开缺。H 类似的情况颇多。此外因回避本籍或人地不宜而被

开缺者比比皆是。随后，甄拔考试合格的 171 人，被分发到京师及全国二十一省的指

 A  《各部政闻汇录·司法部拟定改良策》， 《申报》1914 年 5 月 21 日， 第 3 版。

 B  《司法部次长之谈话》， 《顺天时报》1913 年 10 月 16 日， 第 2 版。

 C  《改良司法之入手办法》， 《顺天时报》1914 年 3 月 12 日， 第 9 版。

 D  刘寿林等编：《民国职官年表》， 北京：中华书局， 1995 年， 第 230—232 页。

 E  据《民国职官年表》和《政府公报》等统计。

 F  《司法部次长之谈话》， 《顺天时报》1913 年 10 月 16 日， 第 2 版。

 G  《司法甄拔后之余闻》， 《顺天时报》1914 年 3 月 18 日， 第 9 版。

 H  《命令》， 《申报》1914 年 3 月 13 日， 第 2 版； 《命令》， 《申报》1914 年 4 月 21 日， 第 2 版； 《命

令》， 《申报》1914 年 4 月 30 日， 第 2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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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审检厅实习，A 准备接替法官岗位。

应该说，章宗祥之所以能进行司法人事新布局，除了思路明确、措置得力外，至

少还有二因。其一是章氏在司法方面的表现 “极为圆满”，B“司法界中人莫不叹服”；C 

其二是深受袁世凯欣赏。D 所以，尽管内阁不断变换，司法总长也屡传易人，但终袁

世凯时代，章宗祥却能一再连任，是北洋时期连任次数最多且任职时间最久的司法总

长。然而，1916 年 6 月袁世凯死后，时局发生重大变化。因为继任总统黎元洪的反

对，章宗祥不得不离开司法总长之位。E 

经过反复较量，参与护国军反对洪宪帝制的国民党人张耀曾受到黎元洪赏识，出

任司法总长，F 徐谦再任次长，王宠惠出任法律编查会会长。于是，随着南北再次

“统一”，中央司法最高领导又由国民党方面人士出任。不过，在张耀曾就任之前，仍

由江庸维持司法局面。半年后，张耀曾即下台，作为有限。随后，江庸接掌司法，时

任总长，时任次长。直至 1918 年 3 月，以安福系为后援的朱深出任司法总长，既有

实力，又有班底。江庸则调任日本留学生监督，故民初司法界多年来的一号人物章宗

祥和二号人物江庸均不在京。在此背景下，司法人事和制度才有不少更张。

曾任袁世凯、冯国璋秘书的张一麐 G于 1920 年观察到：“民国以来，法界人员

多属章宗祥派。以章历任大理院长、司法总长，前后数年，其所援引之厅长、推事

等，不乏其人也。自朱深崛起，大有取而代之之势，故任法长后，凡属章派人物，

多不安于位，连翩辞去。而朱则代以己派人物，迄于今根深蒂固，其势力已未易铲

除焉。”H 张一麐关于民初法界人员多属章宗祥派的观察，是颇得实情而值得重视

的。其所谓章派人物连翩而去，似不无夸大，但朱深上台后司法人事和制度颇有变

动则是实情。

民初政局动荡，内阁频换，各部总长亦如走马灯。既往研究据司法总长的频繁变

 A  人员名单及分发省份， 详见《司法部分发法官之布告》， 《申报》1914 年 5 月 3 日， 第 17 版。

 B  远生：《读屑》， 《申报》1914 年 6 月 9 日， 第 3 版。

 C  《司法界新旧派之理想冲突》， 《时报》1915 年 7 月 19 日， 第 4 版。

 D  沃丘仲子：《近现代名人小传》下册， 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2003 年， 第 58 页。又， 袁

世凯此前也对许世英时期法官择人不精有所批评， 故支持司法官甄拔考试。（李在全：《变

动时代的法律职业者：中国现代司法官个体与群体（1906—1928）》， 第 140—141 页）

 E  杜春和编：《张国淦文集》， 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 2000 年， 第 239—240 页。

 F  《张耀曾日记》， 杨琥编：《宪政救国之梦：张耀曾先生文存》， 北京：法律出版社， 2004 年， 

第 237 页； 杜春和编：《张国淦文集》， 第 239—240 页。

 G  张一麐接近中枢， 了解政情。而且， 其弟张一鹏恰是朱深任司法总长时期的次长。章宗祥

亦称张一麐“在袁项城幕中最久， 于新政多所擘画， 司法改良， 甚得其赞助”。（章宗祥：

《任阙斋东游漫录》， 出版社不详， 1929 年铅印本， 第 60 页）

 H  张一麐：《直皖秘史》， 北京：中华书局， 2007 年， 第 15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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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认为民初司法中枢不能久于其任，连续性太弱，影响司法事业。A 但如果将次长、

参事、司长，以及各省高审厅厅长、高检厅检察长考虑在内，则自 1914 至 1918 年，

司法人事大体保持稳定。B 这自然与章宗祥和江庸的司法改造和人事布局密不可分。

因此，我们或可称这一时期为民国司法的“章、江时代”。此外，需特别强调的是，

与人事布局相配套，章、江时期的政策调整和制度建设又构成司法改造的另一方面。

三、章、江时期的司法政制革新

民国之初，以共和之下三权分立为号召，不少省份尤其是江浙、湖北掀起了一股

设立审检厅的浪潮。C 在徐谦、许世英主政司法时期，这一趋势尤为明显。1912 年 11

月许世英推出的司法计划书就颇具代表性。据其计划，1914 年 6 月以前，先就已设之

审检厅次第改组，1914 至 1918 年“为设备各行省法院、检事局、监狱之期”，“统计全

国应设院、局二千有奇”，五年一律完成。D 1912 年 12 月中央司法会议后，许世英令

各省统一改设司法筹备处，直接归属司法部，并勉励各处长按照部定计划及章程积极

运行，期待“五年以后全国司法机关一律完全成立，增进人民幸福，抗衡欧美文明”。E

然而，当时司法经费几乎完全仰给地方，只要“各省应拨司法经费概行停发，则

司法机关必难活动”。F 加以人才不足、法律不备等原因，仅仅半年后，在北京政府

厉行“减政”、司法经费大为缩减的背景下，许世英便亲口承认上年司法计划难以实

现。G 不特司法计划难以实现，激进的司法建设浪潮还产生了显而易见的弊病。1913

年夏，江苏都督程德全就曾上呈袁世凯，激烈批评江苏司法现状。他说：

江苏自光复以后，省议会议决本年司法经费至百八十万之巨，各县审检

厅成立至百四十处之多。问其官吏，则法政速成之人才，殆已搜索罄尽；问

其经费，则议案有其名而实际无着，大都向县知事挪借以度日；征其成绩，

则人民之不服裁判及呼冤控诉者，其踵相迎，其趾相接，而一般剧匪巨盗翻

 A  李在全：《法治与党治：国民党政权的司法党化（1923—1948）》，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

社， 2012 年， 第 13—15 页； 江照信：《为国司法与为民司法》， 汪楫宝：《民国司法志》， 第

152—153 页。

 B  已有学者指出， 北洋时期“中央政府次长级别以下的人员不像总长和次长那样更替频繁， 

因此国家机器运转具有连续性， 这在司法机关尤为明显”。参见徐小群：《现代性的磨难：

20 世纪初期中国司法改革（1901—1937）》， 第 63—64 页。

 C  唐仕春：《一九一四年审判厅大裁并之源流》， 《历史研究》2012 年第 3 期。

 D  《司法计画书》， 《政府公报》第 219 号， 1912 年 12 月 6 日， 第 7—8 页。

 E  《司法部训令》， 《政府公报》第 268 号， 1913 年 2 月 3 日， 第 8—9 页。

 F  《司法部训令》， 《政府公报》第 301 号， 1913 年 3 月 9 日， 第 9 页。

 G  《司法部训令》， 《政府公报》第 412 号， 1913 年 6 月 29 日， 第 4—5 页。



148

	 	 	 	 	 	历	 史	 研	 究	 2020 年第 1 期	

且欣欣然有喜色而相告曰：某处审判厅成立，吾侪永无就戮之日矣，某处

检察厅成立，吾侪永无就逮之日矣。再进而征诸理论，则某一案焉，拟批者

曰：该人民如有冤枉，候该处审检厅成立再行控诉。又某一案焉，拟签者

曰：此案若按照法律判断必生莫大之冲突。似此种种情状，尚何法治之可

言，尚何能保护人民生命财产。然而皮相之士，方且以为江苏司法官厅组织

完备，以为大幸。A 

程德全所言或不免夸大其词，但司法乱象的确已到必须整顿之时。在此形势下，不少

难以维持的初级审检厅也已陆续裁撤。

至梁启超任内，世人对司法界的诟病更多，甚至与议会、军队并论，指为“三

大害”。B 梁氏在下台之前，也颇抱怨此前司法“改革太骤、扩张太过”，“进行太速，

致生出无限之阻力”，导致“近来各省几至全然办不动”。C 这实即是批评徐谦、许

世英时期激进的司法政策。梁启超由江庸协助而成的改革方案也正是针对彼时的司法

乱象而发。梁氏宣称：继任总长“必为在司法界极有经验之人，对于我之政见，亦必

采用若干”。D 果然，继任总长正是与梁启超接近的司法界领袖章宗祥。其实，面对

司法界备受指责的危局，章宗祥在接任总长之前，已在梁启超主办的《庸言》杂志发

文，在替司法界辩护的同时，详细阐述了当时重要的几大司法议题。这可视为章氏司

法理念的一次公开宣示，值得与其随后的司法实践结合起来详加考察。

首先，司法机关的维持和裁撤问题。针对许世英时期的司法遗产，章宗祥一面改

革，一面极力抵制外力干涉。他认为，地方及初级审检厅本需推广，但格于情势，初

级可以“暂缓推广”，而许世英推动的“审检所之制”，“本不完善，即令裁撤，亦不

足惜”；至于“通邑大都以及繁盛商埠业已设立之地方审判厅，倘因一时经费不足，

或不满意之故”，亦一律废止，“前功尽弃，恢复无期，殊非得计”。E 1914 年 2 月章

宗祥接任司法总长之初，各地军政长官就联衔上呈“咸电”，主张仅设交通省份和通

商口岸的高等审检厅，裁撤全部地方、初级审检厅及审检所，由县知事兼理司法。章

宗祥则提出“设厅办法六条”，倾向保留现状，与之针锋相对。经过激烈博弈，后来

折衷处理，各省已设高等审检厅及省城地方厅仍旧，商埠地方厅斟酌繁简去留，其他

地方厅及初级厅全部裁撤，司法归县知事兼理，于道署筹设高等分厅。F 在此过程中，

 A  《程督痛论江苏司法机关之现状》， 《申报》1913 年 6 月 22 日， 第 6 版。

 B  《司法界之茶话会》， 《申报》1914 年 1 月 10 日， 第 3 版。

 C  丁文江、赵丰田编：《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初稿）》， 第 357、358 页。

 D  丁文江、赵丰田编：《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初稿）》， 第 357 页。

 E  章宗祥：《关于司法问题之谈话》， 《庸言》第 2 卷第 1—2 期合刊， 1914 年 2 月 15 日， 第 2—

3 页。

 F  参见李在全：《1914 —1915 年中国司法改革进程中的利益诉求与博弈》， 《重庆社会科学》

2008 年第 7 期； 唐仕春：《一九一四年审判厅大裁并之源流》， 《历史研究》2012 年第 3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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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宗祥维护司法机关，洵属功不可没。

其次，解决司法经费问题。在章宗祥看来，司法问题“皆与经费有连带之关系，

故司法经费实为最重要之问题。经费不能扩充，此属无可如何之事，然固有之数目要

当竭力保留”。A 然而，随着审检厅的大量裁撤，1914 年的司法经费较上年削减一半

左右，只有七百多万元。为了整顿司法收入以补充司法经费，1914 年 5 月，章宗祥

和江庸领导的司法部与财政部达成一致，建立了司法收入特别会计制度。其要点有

三：（一）司法部制定章程，统一发售特种印花税票，以收取诉讼费；（二）各审判厅

收缴的罚金、赃款，由高等审判厅汇解司法部，县知事罚没的准其截留自用，作为县

署司法经费；（三）状纸由司法部统一制造发售，所得收入一半解交司法部，一半准

审检厅和县署截留自用。B 尽管司法经费不足一直是困扰司法建设的难题，但经此整

顿，司法收入得以保留在司法系统，而且越来越成为司法财政的重要部分，比如在

1916 年就占到司法经费预算的近两成。C 此举一定程度缓解了司法经费紧缺之问题。

再次，维护司法机关信用。与梁启超相似，章宗祥也认为司法之所以突然大受

非难，是因为民国成立以来，一二省司法机关“猛进过度，设立近于草率，用人复有

未当”所致。但他认为这种非难其实由来已久，与司法机关本身信用并无关涉。因为

其他方面不满意司法机关，犹之司法机关亦不满意其他方面。“故一机关之信用，非

仅一方面所能维持，必由种种方面维持之，斯其信用乃可以巩固而发达”。因此，行

政、立法、司法的信用，须互相协助保全，“否则彼此互相攻击，互相争攘，终非国

家之福耳”。D 经过 1914 年裁并审检厅的浪潮，到 1915 年夏，司法机关信用及司法

官受攻击问题再次凸显。当时袁世凯对司法界再三诫谕，而“中外之指摘司法界愈烈

一日”。舆论提及，章宗祥对江庸说：“苟一日在职，即竭诚尽力以挽此狂澜”。此时

章、江“慨念司法前途岌岌可危，均已怀有去志”，亦即准备以去就相争。E 及至大

理院推事朱学曾因对八厘公债案嫌疑人作出免诉裁判，竟被肃政史参劾查办后，江庸

果然上书请辞，同时上呈袁世凯，请其培养司法元气，勉励“法官本良心、法律以下

裁判，不必有所顾忌”。袁世凯一面挽留江庸，一面重申司法制度“为一定不易之例，

虽一时未能遽臻完善，尽可责备贤者，不当嫉视法官”。F 于是“章、江二氏颇复鼓

 A  章宗祥：《关于司法问题之谈话》， 《庸言》第2卷第1—2期合刊， 1914年2月15日， 第4页。

 B  《整顿司法收入暂作特别会计之批准》， 《申报》1914 年 6 月 2 日，  第 6 版。

 C  徐小群：《现代性的磨难：20 世纪初期中国司法改革（1901—1937）》， 第 183—185 页。

 D  章宗祥：《关于司法问题之谈话》， 《庸言》第 2 卷第 1—2 期合刊， 1914 年 2 月 15 日， 第 1—

2、5 页。

 E  《司法界新旧之暗潮》， 《新闻报》1915 年 7 月 21 日， 第 2 张第 1 版。

 F  《司法次长江庸呈为司法元气亟宜培养敬陈管见请钧鉴文并批令》， 《政府公报》第 1164 号， 

1915 年 8 月 4 日， 第 13—1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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励精神，以担当维持之任”。A 因此，司法制度和人事基础终未受大的动摇。

最后，司法人才登庸和养成方面，章宗祥、江庸建立多种制度，积极推行，颇见

成效，值得分疏为四点特别讨论。

第一，严格推行司法官回避制度。章宗祥认为，“民国甫建，各省不相统一，多

以本省之人掌本省之司法，其中称职者固不乏其人，而因牵于亲故不能厉行法权者，

亦在所不免”，故回避制度必须严格推行。B 其实，清代官员本有严格的回避规定。

晚清倡导自治者，常说外地人做本地官，语言风俗不习，难期治理，而以本地人做本

地官，用本地财，办本地事，更为有益。辛亥鼎革后，上自一省军政长官，下至县知

事，多本省本地人为之，司法官更是如此。然而，据 1912 年中央司法会议会员陕西

人党积龄亲述所见：近来司法官“以本地人任本地之事，藉朋友旧故之扶持，树援自

固”，为所欲为，无所顾忌，“恩仇报服（复），逞私擅断，裁判多失其平，抗告事件

时见发生”，较之前清外籍官员至多贪赃枉法而止，此不回避之司法官为害地方更甚。

“循是不变”，必将严重损害司法威信，给司法前途带来极大危险。C 这绝非个例，也

并非过甚其词。比较之后，人们才恍然前清旧制自有道理，未可尽废。

其实，许世英在任后期已注意及此，有意扭转。但因其急于推广审检厅，反而需

要借重本地人，且其先前任命的大量厅长、推事、检察官多系本地人，故已无力改变。

梁启超掌部后，决意规复回避本籍之制。D 1914 年 1 月，司法部颁布回避条例四条：

（一）各省高等审判、检察厅司法官不得以本省人士充之；（二）各当地方、初级审判、

检察厅司法官，不得以该地方厅管辖区域内人士充之；（三）各省各级审判、检察厅司

法官，与本厅或该管上级厅长官有四亲等内血族，或三亲等内姻族之关系者，应自行

声请回避；（四）各省任用在前之司法官有不合前三项办法者，由司法总长以次分别酌

量调用，其现任实缺司法官在未经调用以前，一律暂改为署任。不过，鉴于各厅“法

官以本地人士充任者十之八九，若遽同时改组，于厅务恐碍进行”，故决定“分别先后

逐次抽换”。E 此制甫行，梁启超已去职。贯彻回避制的重任落在章宗祥和江庸肩上。

自 1914 年 2 月 22 日开始，章、江严格执行此制。从其施政命令看，因回避本籍被调

任或开缺者，自高等厅长以至推事和检察官比比皆是。4 月下旬，期限已至，因各省

尚未能一律办理，故又电令“再展期半月，限于五月十号一律调换”。F 法官回避后，

知事也开始逐渐实行回避。由于知事“兼初级审判，一律回避本省”，章宗祥、江庸随

 A  《燕市惊尘·江翼云仍难挂冠》， 《时报》1915 年 8 月 8 日， 第 4 版。

 B  章宗祥：《关于司法问题之谈话》， 《庸言》第2卷第1—2期合刊， 1914年2月15日， 第4页。

 C  《议事录》， 司法部编：《中央司法会议录》， 北京：司法部出版， 1913 年铅印本， 第 41 页。

 D  丁文江、赵丰田编：《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初稿）》， 第 356 页。

 E  《司法官回避制将次实行》， 《申报》1914 年 1 月 29 日， 第 6 版。

 F  《法官回避本籍展期实行》， 《顺天时报》1914 年 4 月 30 日， 第 9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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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制定了更严格的回避条例，规定法官一律回避本省，亦即本省外府亦须回避。A 

经此整顿，法官回避问题基本解决。此为章宗祥、江庸在司法制度建设方面的成

功事例。值得一提的是，因为许多法官的调动都以回避本籍为由，所以回避制的严格

执行，也就正好配合了章宗祥、江庸主导的司法人事新布局。这或许也是其坚决贯彻

此制的动力之一。而章宗祥、江庸之所以能够落实回避制，除了自身措置得力外，至

少还得益于两个新条件：一是经裁并审检厅后，实缺法官人数已大量减少；二是彼时

正值二次革命之后，中央权力逐步深入各省，政令已渐统一，故司法部亦能借此东

风，依法行权于各省。

第二，推行司法考试制度。章宗祥对考试选才极端看重，他说：“各国司法人才

大都由考试而来，诚以舍考试外，无他道可以拔取真才也。我国向者司法人才之供

给，不足以应司法机关之需要，不得已于考试之外，别开登庸之门，要亦一时权宜

之计”，故欲求司法人才之合格与美备，必应实行司法考试制度。B 前文已述，1913

年 11 月，司法总长梁启超和次长江庸发起司法人员甄拔考试，敦请大理院长章宗祥

为考试委员会会长。1914 年 1 月甄拔考试举行，参加者 1000 多名，录取 171 人。C 

较之同时期的县知事考验，号称去取严格公平，为此后树立了范型。D 1915 年 9 月，

北京政府正式公布司法官考试令。终北洋时代，1916、1918、1919、1921、1926 年

先后举行五次司法考试，分别录取 38、143、189、113（含外国文法律班 11 名）及

135 人。E 司法考试合格者，一般按名次分发京内外各级审检厅实习，经一定年限，

再分别署缺、补缺。司法考试的推行，使司法人才队伍相对于其他机关更为合格整

齐。因此，这也被江庸誉为民初司法的两大优点之一。F 国民政府成立后，司法考试

制度得以延续，并多次举行。

第三，设立司法讲习所。章宗祥认为，司法人才的考试选拔固然重要，但考试选

拔“又当以司法人才之养成为前提”。而为彼时“司法界亟于得人计，与其仅设专讲

学理之法律学校，不如多设法官养成所。一方招集夙有经验之人授以法律之学，一方

选拔已有学识之人，使之实地练习”，二者并举，收效较速。G司法讲习所于 1914 年

 A  《司法部重申回避之电令》， 《顺天时报》1914 年 6 月 24 日， 第 11 版。

 B  章宗祥：《关于司法问题之谈话》， 《庸言》第2卷第1—2期合刊， 1914年2月15日， 第4页。

 C  《法官甄试后之司法思潮》， 《申报》1914 年 3 月 12 日， 第 6 版； 司法部编：《司法部历年办

事情形概略》， 第 13 页。

 D  《法官甄拔与知事试验》， 《顺天时报》1914 年 3 月 8 日， 第 2、9 版； 《司法甄拔后之余闻》， 

《顺天时报》1914 年 3 月 18 日， 第 9 版。

 E  汪楫宝：《民国司法志》， 第 49 页。

 F  参见《法律评论发刊词》（1923）， 《江庸法学文集》， 颜丽媛点校， 北京：法律出版社，

2014 年，第 270 页。

 G  章宗祥：《关于司法问题之谈话》， 《庸言》第2卷第1—2期合刊， 1914年2月15日， 第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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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月成立，招收学员“授以教科，课以实习”。此举既有养成人才的考虑，同时也是

给因回避、裁缺而下岗的人员筹备出路，以免投闲置散。1915 年 9 月，续招第二班

学员 50 人入所讲习，而第一班毕业的 40 人，则于 1916 年派往各省练习实务，以备

后日取材。A 章宗祥之所以热衷于此，当与其在京师大学堂仕学馆、进士馆的经验颇

有关系。他对于这种已有学识经验之人才的再教育方式，评价颇高。B 罗文干同样也

认为司法讲习所是一种良好的司法官培养和任用制度。他说：“从前有司法讲习所时，

毕业人员派往各处法庭实习，按轮补缺，颇有秩序。自民九停办以来，关于此种用

人，即觉漫无标准。故欲恢复此制，以便造就法界人才。”C 所以，1926 年罗文干曾

积极推动开办司法储才馆。1928 年，大理院长余棨昌也盛赞司法讲习所造就人才的

功效，颇惋惜此前之停办。D 到国民政府时期，法官训练所的运行，即可看作司法讲

习所制度的延续。

第四，向高审厅和高检厅适度放权。章宗祥、江庸在进行各省司法人事新布局

的同时，采用了向高等审判厅厅长、高等检察厅检察长适度放权的政策，即允许其按

规定派署、荐署、荐补合格的厅员。E 因此，“自民国三年以来，各厅学习或候补推

（事）、检（察官），多就甄拔合格及司法讲习所学绩优良等项人员，酌量分发，俟有

成绩，始准详部派署，满六个月后始得荐署，又满一年，始予荐补。”F 司法甄拔合格

和司法讲习所成绩优良人员分发京内外审检厅实习，进而补缺的制度，正与上述放权

办法相配套，从而更有助于司法官的养成和司法人事的稳定连续。

这一用人制度，在 1918 年朱深主掌司法部后，有了重大调整。1920 年 12 月，

梁启超掌部以来一直任参事的余绍宋在日记中有如下一段记载和评论：

向来部中用推、检，多由高等厅长保荐，其弊在部中无权。后来朱博深

长部，乃力矫其失，概由部直接派用。用人之权固集于中央矣。然其弊也，

厅长不能举监督之实，而责任亦不分明。G

余绍宋所说的朱深“中央集权”之用人新政，是从 1918 年 11 月开始的，当时司法部

 A  司法部编：《司法部历年办事情形概略》， 第 13—15 页。

 B  参见章宗祥：《任阙斋主人自述》， 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文史资料存稿选编》， 北

京： 中国文史出版社， 2002 年， 第 24 册， 第 937 页； 韩策：《师乎？生乎？留学生教习在京

师大学堂进士馆的境遇》， 《清华大学学报》2013 年第 5 期。

 C  罗文干：《罗司法总长训词》， 《司法储才馆季刊》第 1 号， 1927 年， 第 39 页。

 D  余棨昌：《民国以来新司法制度：施行之状况及其利弊》， 《法律评论》第 244 期， 1928 年， 

第 9 页。

 E  当然， 这也因为经过司法人事布局， 各省高等厅长官大多都是章宗祥、江庸信任之人。

 F  《司法部四年度办事情形报告》，《司法公报》第 60 期， 1916 年 5 月 30 日， 第 15 页。

 G  《余绍宋日记》第 2 册， 1920 年 12 月 10 日， 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 2003 年影印版， 第

101—102 页。按， 朱深字博渊， 朱博深应为朱博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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派系分合与民初司法界的改造

“通令各厅，嗣后法官及应由部委各员之任用迁调，均应先行呈部核办，不得由各厅

长官擅自委用及任意调动”。A 章宗祥、江庸时期与朱深时期的司法用人制度之利弊

得失，颇不易言。要之，前者中央虽似无权，但有预期、鼓励上进、权责相济，也不

失为稳定司法队伍的办法。朱深集权措施，好处在能雷厉风行，而各地厅长与推事、

检察官的互信与配合，恐受影响。至 1920 年 7 月，朱深因皖系失败而下台，其集权

政策便难以维系。此后司法部用人愈益受到军政势力干涉。B 

综上，章宗祥、江庸时期司法制度建设的主要贡献在于，通过建立和严格执行法

官回避制度，扭转了辛亥以来本地人任本地司法官所造成的混乱局面；初步建立了司

法收入特别会计制度，对保障司法经费不无小补；通过开展司法甄拔与考试、设立司

法讲习所、实施法官任用程序和奖惩办法等，形成了法官养成、选拔和任用的制度体

系，初步奠定了北洋前期乃至民国时期的司法人事制度基础。C 

结    语

北洋时期的司法建设上承清末法律改革，下启国民政府以降的司法事业，是中国

近代司法转型和制度建设的重要内容。司法建设尽管有其内在逻辑，但与政治走向密

不可分。尤其是在民初扰攘的政局下，司法问题颇受南北、党派等因素影响。一定程

度上可以说，司法变化反映着政局变化，是民初历史变迁的缩影。大体言之，民初司

法界的派系主要有二：一是清末沈家本修订法律馆系统的嫡传，其领袖包括章宗祥、

江庸、董康和汪有龄等人；二是有国民党色彩的司法人士，其领袖包括王宠惠、徐

谦、许世英和张耀曾等人。值得注意的是，每当南北“统一”之初，后一派都主掌着

司法中枢。1912年南北统一、1916年以民元临时约法再次统一南北，以及1922年“法

统重光”之时，莫不如此。不过，此派前两次掌权都为时较短，在 1918 年以前，主

要还是以章宗祥、江庸为代表的修订法律馆一系掌握司法大权。

既往对 1912—1913 年徐谦、许世英时期颇为激进的司法改革关注不少，对 1914
年的司法倒退强调过多。如此，也就难免有所忽视民初的司法乱象，进而对 1913 年

9 月梁启超掌部以来，司法界内部整顿和改造的意义体认不足。此外，震于梁启超的

 A  司法部编：《司法部历年办事情形概略》， 第 19 页。

 B  江庸在 1923 年慨叹“三四年前， 司法部用人从不受人干涉”， 但“近来中枢权力日形萎缩， 

外省法院长官之进退， 几无不请命于督军、省长， 否则虽见明令， 亦被拒绝”。翊云（江

庸）：《时评》， 《法律评论》第 8 期， 1923 年 8 月 19 日， 第 1 页。

 C  时人有云：“民国以来， 人事制度之普遍建立， 起自晚近。惟司法人事， 在民初已较趋正轨。

四十年来， 虽迭经变乱， 始终能保持其传统之优点。”（汪楫宝：《民国司法志》， 第 55 页）

即使不无过誉， 也确实值得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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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名和司法总长的身份，不免夸大梁氏作用。本文揆诸史实，发现梁启超掌部时期，

中央司法大局实际已由次长江庸和大理院长章宗祥主持。随后章、江携手努力，整合

部院力量，将司法整顿和改造推向深入。从司法界内部派系整合、人事布局、政策调

整与制度建设等方面观察，章宗祥和江庸对司法界的改造，是理解北洋前期司法制度

与人事变迁的一条主线，进而可将 1913—1918 年视为司法界的“章、江时代”。

章宗祥、江庸对司法界进行整顿和改造的影响首先在于，稳住了民初司法的局

面，挽回了几近破产的司法信用，使清末以来的司法改革进程继续前行。清末立宪以

来，当局努力建立新式的议会和司法制度，但议会制度经历民初不成功的试验后终被

抛弃，司法制度却艰难地延续下来。这固然因为司法改革在大局上关系到领事裁判权

的收回。但如果考虑到民初的司法乱象，以及 1913—1915 年司法有被整体推翻之虞，

那么，章、江对司法界的整顿、改造和维护的意义，就大可深长思之。其次，章、江

成功整合部院并进行人事新布局，使得司法人事至少在四五年里保持稳定和连续。这

与司法总长频繁更迭的表象颇有不同。同时，通过司法甄拔考试及司法讲习所培养、

选拔了不少优秀司法人才，坚持了司法专业化和精英化路线。直到 1928 年，大理院

长余棨昌还称赞“今日司法界人员多以出身司法讲习所者为佳”。A 最后，章、江的

改造除涉及司法人事外，还在整顿司法收入、整理法院系统、建设新式监狱、督饬诉

讼事项和改进律师制度等方面有所进展。不过，必须指出的是，章、江尽管努力维持

已有法院，但在法院扩充方面作为有限。同时，新式司法程序繁重，诉讼周期延滞，

一直未能得到有效改善，成为常被诟病的司法弊端之一。此外，派系整合和人事布局

一方面固然可以促成司法人事的稳定和连续，但另一方面如果进行过度，也会形成门

生故旧的“圈子”问题，影响司法生态的健康发展。这一问题在随后的二三十年代已

经有所显现。B

〔作者韩策，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助理教授。北京	 100871〕

（责任编辑：刘  宇）

 A  余棨昌：《民国以来新司法制度：施行之状况及其利弊》， 《法律评论》第 244 期， 1928 年， 

第 9 页。

 B  参见李在全：《变动时代的法律职业者：中国现代司法官个体与群体（1906—1928）》， 第

173—17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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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liance with China. Based on its national interests, Russia initially decided to send a fleet 

of warships to the area and later withdrew the order. Soon after, when the Qing Government 

decided not to request Russian support after previous efforts proved fruitless, the Russian 

fleet arrived without invitation. Using the Sino-Russia alliance as a pretext, they came to 

occupy Lüshun and Dalian. The Qing government wanted to resist this attempt but was 

unable to do so. This suggests that the arrival of the Russian fleet had nothing to do with the 

Qing government’s attitude on the matter. It can be seen through relevant decisions from the 

Russian side that the Qing government was subject to humiliation and submission as a weak 

regime in diplomatic affairs with Russia for the Jiaozhou Bay Incident. It also exposed the 

naivety and ignorance of the Qing diplomatic officials of the time. The frenzy of Western 

powers carving up China after this incident indicated that Qing government diplomacy had 

already reached an impasse. 

Factional Disputes and Judicial Reform in the Early Republic of China

 Han Ce(135)

Disputes between the Ministry of Justice (Si Fa Bu) and the Supreme Court (Dali Yuan) 

in the early Republic of China are not only attributable to an inadequate legal system and 

unclear division of authority during regime change, but also have clear factional origins 

involving conflict between political parties and northern and southern regions of the country. 

Zhang Zongxiang and Jiang Yong belonged to the system of the Bureau for Revision and 

Compilation of Laws represented by Shen Jiaben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 They eventually 

emerged victorious in their struggle against Xu Shiying and Xu Qian, who represented the 

factional side. They later collaborated to repel members of the Southern Revolutionary Party 

recruited by the factional side and reorganized human resources in the judicial system. They 

also rectified the chaotic situation in the judicial system and enabled judicial personnel to 

maintain a basic level of stability and continuity for at least four to five years. This was quite 

different from the apparently frequent changes in the position of the attorney-general. At the 

same time, they also implemented a series of systems regarding judicial recusal, qualification 

tests, training institutions, appointments, rewards, punishments, and special accounting of 

judicial revenue. Their efforts to prevent military and political power from interfering with 

the judicial system eventually laid a solid ground for its development. Their judicial refor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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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cerning human resources and the institutional system marked a major transition in the 

judicial development at that time and constituted a central theme for understanding the 

judicial system and personnel changes during the early years of the Beiyang government.

Global History and National Narrative: The Possibility of a Global History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Zhang Xupeng(155)

Global history aims to surpass narratives of the nation-state, but for some non-western 

countries, especially those with time-honored historiographic traditions, national narratives 

still have their own value. With regard to the Chinese context, the nation-state remains a 

key framework for historical writing; In this sense, global history does not aim to transcend 

or dissolve the nation-state but to reconstruct the understanding of the nation-state within a 

broader historical context. This dialectical relationship between global history and national 

narrative enables the creation of a global history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This requires 

Chinese historians to develop a new understanding and perception of China based on 

Chinese history. This means realizing that China is not simply a product of the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of a variety of internal forces. It is simultaneously the result of collective 

forces arising from international and even global factors. This way of understanding the 

nation and the world is generated internally, through a national narrative, rather than from 

the outside, and will thus become a key methodological premise for creating a global history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It will also represent a contribution of Chinese historiography 

to global history. 

Before the Emergence of Western Political Science: Political Thought in 5th Century 

BC Greece Huang Yang(174)

Regarding the history of Greek political thought and political science, the question of 

how Western political science came into being is an important one. Unexpectedly, however, 

although scholars have amply discussed Greek political theories, there are few explorations 

of the emergence of Western political science as a discipline. The political philosopher Leo 

Strauss offered a thorough analysis of this question. He concluded that Socrates’ philosophy 

and ethics initiated Western political science. Yet Greek people had been discussing matters 

concerning systems of government since 470 BC. Greek intellectuals paid extensive 


